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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音乐训练对认知能力具有广泛的促进效应。本研究结合执行功能的三个成分(抑制控制、工作记忆和认知

灵活性), 在我国民族音乐背景下, 匹配实验任务的视觉和听觉形式, 探讨侗歌经验对侗族中学生执行功能的影响。

结果表明, 侗歌组被试在抑制能力和刷新能力上显著好于侗族非侗歌组被试和汉族被试, 这一优势在视觉任务中

和听觉任务中均存在, 说明侗歌经验产生的认知优势具有跨感觉通道的普遍性。侗歌组被试和侗族非侗歌组被试

的转换能力差异不显著。侗族非侗歌组被试的抑制能力和转换能力好于汉族被试, 这体现了语言和音乐的交互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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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音乐是人类意识活动的产物, 存在于不同的民

族和不同的文化群体中。音乐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为

人类所独有。一曲音乐需要以正确的序次、恰当的

持续时间、合适的时空间距来演奏每一音符, 这一

过程需要感觉、运动系统及整合脑区的参与, 并涉

及高级认知过程。音乐训练对与音乐相关的认知功

能 具 有 促 进 作 用 。 例 如 , 无 论 是 音 高 知 觉

(Schellenberg & Moreno, 2010), 还是音乐情绪(Juslin, 
2013)和意义认知(Steinbeis & Koelsch, 2011), 音乐

家都比普通人水平更高。这种优势效应还迁移到与

音 乐 无 关 的 认 知 中 , 如 注 意 (Wang, Ossher, & 
Reuter-Lorenz, 2015)、记忆(Degé, Wehrum, Stark, & 
Schwarzer, 2011)、智力(Degé, Kubicek, & Schwarzer, 
2011)、创造力(Gibson, Folley, & Park, 2009)。音乐

训练对文化适应(Frankenberg et al., 2016)、攻击行

为(Roden, Zepf, Kreutz, Grube, & Bongard, 2016)、
亲社会行为(Schellenberg, Corrigall, Dys, & Malti, 

2015)等高级社会认知也有调节作用 , 甚至导致大

脑的结构与功能的变化。 
作为人类认知的总调控机制, 执行功能协调各

种认知过程, 分配与调节注意资源, 保证认知系统

以灵活、优化的方式达到目标。Diamond (2013)和
Miyake 等(2000)证明, 执行功能属于多维结构, 包

括 抑 制 控 制 (inhibitory control) 、 工 作 记 忆 更 新

(working memory)和认知灵活性(cognitive flexibility), 
各成分之间相对独立。研究发现, 执行功能在音乐

训练的促进机制中发挥重要作用, 音乐训练直接影

响执行功能。 
抑制控制是指个体抑制优势反应从而有效地

完成既定任务。抑制功能是执行功能的重要成分, 
几乎参与到所有的执行功能任务中。许多研究者甚

至把执行功能等同于抑制控制能力。考察抑制控制

的任务包括 Stroop 任务、Go/No-go 范式、反向线索

任务、信号停止范式等(Hampshire & Sharp, 2015)。
个体在同他人一起从事音乐活动时, 需要抑制控制

来 解 决 冲 突 , 调 整 自 己 和 他 人 的 演 唱 (Jentzs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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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krtchian, & Kansal, 2014); 在加工多旋律音乐时, 
更需要抑制控制参与(Vuust, Wallentin, Mouridsen, 
Ostergaard, & Roepstorff, 2011)。有音乐经验的人在

抑制控制上更有优势(Moreno & Farzan, 2015), 这

一 优 势 效 应 在 不 同 的 年 龄 群 体 中 均 得 到 证 明

(Davidson, Amso, Anderson, & Diamond, 2006; 
Diamond & Lee, 2011)。Travis, Harung 和 Lagrosen 
(2011)发现, 相对于业余音乐爱好者, 音乐家的色

词干扰效应更小, 抑制控制能力更好。Bialystok 和

DePape (2009)采用听觉 Stroop 任务和视觉 Simon
任务, 发现音乐家在一致条件和冲突条件的反应时

均短于非音乐家。Moreno, Wodniecka, Tays, Alain
和 Bialystok (2014)采用停止信号任务 , D'Souza, 
Moradzadeh 和 Wiseheart (2018)采用 Flanker 任务, 
均发现音乐家的抑制控制能力优势。这说明, 长期

音乐训练对抑制控制能力的促进作用不仅表现在

听觉领域, 在语义干扰、空间位置干扰方面也有体

现。Moreno 等(2011)对 5 岁儿童进行 4 周的高强度

音乐训练, 发现训练提升儿童在 Go/No-go 任务上

的表现, 说明短期音乐训练也能够提升儿童的抑制

控制能力。Seinfeld, Figueroa, Ortiz-Gil 和 Sanchez- 
Vives (2013)发现, 相对于从事休闲运动训练的老

年人, 进行 4 个月钢琴训练的老年人在 Stroop 任务

上干扰效应更小。Amer, Kalender, Hasher, Trehub
和 Wong (2013)发现, 老年音乐家比非音乐家在多

项认知控制任务上表现得更出色。 
工作记忆刷新是按照任务要求持续更新工作

记忆内容, 不断加工和储存新信息, 灵活操作工作

记忆的信息。记忆刷新能力测量通常采用活动记忆

范式、N-back 范式、痕迹追踪任务。音乐家在演奏

中不仅要提前在视空间画板中存储和加工动态变

化的音符, 还在语音回路中实时监控乐器的演奏效

果, 实现听觉、视觉、运动及执行控制系统间的动

态交互(陈杰, 刘雷, 王蓉, 沈海洲, 2017)。音乐家

要提前规划多个音节(Drake & Palmer, 2000)。Slevc, 
Davey, Buschkuehl 和 Jaeggi (2016)让有不同音乐经

验的音乐家完成听觉音高 N-back 任务和视觉字母

N-back 任务, 发现音乐训练有效地预测听觉工作

记忆和视觉工作记忆的刷新能力。Pallesen 等(2010)
让音乐家和非音乐家分别完成低负荷(1back)和高

负荷(2back)的听觉 N-back 任务, 发现音乐家的反

应时更短, 错误率更低。音乐家负责注意和认知控

制的脑区的 BOLD 反应更强, 在高负荷条件下尤为

显著。 

认知灵活性也称为“注意转换”。它是指在不同

任务、操作或心理定势间反复转换的能力, 是内源

性的注意控制机制。转换研究通常采用任务转换范

式、双任务范式、威斯康辛卡片分类任务。Zuk, 
Benjamin, Kenyon 和 Gaab (2014)发现, 音乐家在连

线测验(TMT-B)中表现更好。这一任务要求把数字

和字母按顺序连接起来, 并在两者之间不断转换。

这一效应在老人(Hanna-Pladdy & MacKay, 2011)和
儿童身上均得到证实。Bugos, Perlstein, McCrae, 
Brophy 和 Bedenbaugh (2007)让老年人进行 6 个月

的钢琴训练 , 发现他们在连线测验中表现更好。

Zuk 等(2014)发现, 接受音乐训练的儿童比对照组

儿童表现更好。 
总之, 大量证据表明音乐经验能够预测被试在

抑制、更新和转换任务中的表现。音乐经验对执行

功能的影响是对各成分产生均衡的作用, 还是具有

功能特异性？研究结果并不一致。Okada 和 Slevc 
(2018)及 Slevc 等(2016)显示, 音乐训练仅能促进刷

新 能 力 , 不 能 促 进 抑 制 控 制 能 力 和 转 换 能 力 。

Bialystok 和 DePape (2009)采用视觉任务和听觉任

务, 发现音乐训练促进抑制控制能力。Moradzadeh, 
Blumenthal 和 Wiseheart (2015)发现, 音乐家的转换

代价更小。所以得到不一致的结果, 一是因为多数

研究只关注执行功能某一方面 , 未进行全面考察; 
二是因为研究者通常对比音乐家和非音乐家, 但对

“音乐家”的操作定义各不相同。音乐能力并非是全

或无的二分变量, 而是由低到高的连续统。不同类

型的音乐经验与认知能力之间有不同联系 (Carey 
et al, 2015)。 

音乐能力对人生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加德纳提

出 , 音乐能力是智力的不可或缺的内容 (沈致隆 , 
霍华德·加德纳, 2007)。音乐家在音乐领域及跨领域

认知确有异于常人之处, 但主要证据均来自对西方

音乐的研究。中国民族音乐源远流长, 具有独特的

表现力和鲜明个性。研究者从音乐学、民族学、人

类学角度研究中国民族音乐, 但鲜有认知角度的研

究。研究中国民族音乐训练对执行功能的影响, 可

以为音乐与认知能力关系的理论提供证据。 
在我国, 侗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侗族地

区 素 有 “ 诗 的 家 乡 , 歌 的 海 洋 ” 的 美 誉 ( 杜 成 材 , 
2009)。侗族分布在清水江和都柳江流域, 地处云贵

高原边缘地带, 海拔在 300 米至 2000 米之间, 人口

约为 288 万(黄一柏, 2017)。侗族有两千五百多年历

史, 形成丰富多彩的文化, 在建筑、刺绣、艺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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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侗族大歌(以下简称“侗歌”)更
是闻名遐迩。2009 年, 侗歌被联合国列入《人类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标志着侗歌被全世界

认可, 成为全人类的精神财富之一(邓钧, 邓光华, 
2014)。侗族人常说：“饭养身, 歌养心。”侗歌在侗

族人生活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三五成群的侗族

人聚集在一起歌唱, 是一道令人赏心悦目的风景线

(耿耘, 2012)。在侗区, 几乎每个寨子都有多个以家

族为单位自然形成的歌班。与专业声乐训练不同, 
侗歌源于民间, 唱于民间。侗歌演唱独具特色。它

是无指挥、无伴奏、多声部、自然和声的民间合唱

形式。“众低独高”是声部组合的原则与显著特征。

侗歌多为两个声部, 有时有三个声部。低声部如溪

水潺潺, 高声部宛若蝉鸣, 拉腔部嗓音低沉, 庄重

延绵。因此, 侗歌的多声部结构表现出高度和谐感, 
在音响效果上体现出和谐与统一, 体现人与自然和

谐共处的哲学理念。这种多声部结构是否会对演唱

者的执行功能的不同成分产生影响？为回答这一

问题, 笔者以 Miyake 等(2000)、Diamond (2013)的
执行功能理论为基础 , 综合执行功能的三个成分

(抑制控制、工作记忆、认知灵活性), 匹配任务的

听觉形式和视觉形式, 探讨侗歌经验对演唱者执行

功能不同成分的影响。研究假设是：(1)侗歌具有多

声部特点, 演唱者需要实时监控、及时调节演唱的

内容、旋律、音调, 抑制不同声部干扰, 完成自己

的声部, 这可以锻炼抑制控制能力。(2)学习音乐需

要不断更新工作记忆的内容, 演奏音乐需要对即将

演奏部分有所预期, 提前规划多个音节, 演唱侗歌

有助于提升记忆更新能力。(3)侗歌演唱虽分成不同

声部, 但每位歌手的声部较固定, 较少在不同声部

间转换, 因而侗歌经验不会影响转换能力。(4)侗歌

经验产生的认知优势不仅仅局限在听觉领域, 而是

具有跨感觉通道的普遍性。 
研究侗歌经验对执行功能的影响, 不仅有助于

厘清中国民族音乐对执行功能的影响, 还有其他重

要理论价值。根据传统, 侗歌要用侗语演唱。研究

侗歌就不能脱离侗语。侗语属于汉藏语系壮侗语族

侗水语支, 分为南北两个方言区, 侗歌产生于南部

方言区。侗语声韵母简单。侗语与汉语均为声调语

言, 但侗语声调更复杂, 多达 9 个调值。听侗族人

讲话, 如同听歌一般。这种富有歌唱性的语言, 形

成侗歌的特殊音乐感觉。在侗歌中, 除拉木号子有

喊叫且音域较宽外, 几乎所有侗歌都在自然音域中

演唱。侗歌正是侗族人在原来具有音乐美的语言中

经过长期加工、提炼, 模仿自然环境中的流水、花

草虫鱼、蝉鸣等创造出来的优美旋律, 体现了侗语

对侗族音乐旋律、结构和音乐思维的影响(潘永华, 
2012)。音乐与语言在结构和功能上具有相似性。

赖寒、徐苗、宋宜颖和刘嘉(2014)从音乐与语言的

层级结构出发, 探讨两者神经基础的异同。音乐知

觉分为低层级音程分析和高层级结构分析, 语言知

觉分为低层级语音分析、较低层级词义分析和高层

级句子分析, 发现音乐和语言的各层级间均存在共

有神经环路节点, 不同层级重合的神经环路不尽相

同。在低层级加工阶段, 音乐和语言存在共享神经

基础, 在更高层级加工阶段, 更多地表现出各自的

独特性。因此, 研究侗歌经验对执行功能的影响有

助于考察音乐和语言的交互作用。侗歌认知功能研

究还有重要实践价值。侗歌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

遗产, 树立文化自信是当前国民精神建设的重要方

面。发现侗歌的重要认知功能, 不仅可以为音乐教

育、民族教育提供不可多得的素材, 还有助于提升

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让侗歌在民族教育和民族精

神文明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只有这样, 侗歌的传

承与保护才能具有永不竭尽的动力, 民族优秀文化

遗产才能够不断地发扬和光大。 

2  实验 1：侗歌经验对侗族中学生
抑制能力的影响 

2.1  实验 1a: 侗歌经验对侗族中学生听觉抑制

能力的影响 
2.1.1  被试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第一民族中学

高中生 96 名(男生 41 名, 女生 55 名), 身体健康, 听

力、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 右利手。侗族学生 64
名, 母语为侗语, 在学龄前均熟练掌握汉语, 为早

期熟练双语者。32 名学生来自学校侗歌班, 有五年

以上侗歌经验, 32 名无侗歌经验。汉族学生 32 名, 
母语为汉语, 不会说侗语。 

采用问卷评定被试的家庭经济地位、音乐能力

及语言能力。家庭经济地位通过父母受教育程度及

职业和家庭人均月收入衡量。参照杨秀木、齐玉龙、

申正付、韩布新和孟贝(2015)的研究, 每一项分为 5
个等级, 以各项等级之和作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

指标, 范围在 5~25 分之间。由于侗族非侗歌组被

试和汉族被试未接受或较少接受音乐训练, 音乐能

力评估采用 Peret 等设计的《蒙特利尔失歌症诊断

测验》(MBEA)。这一测验用于失歌症鉴别(胡雅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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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凯, 2009; Jiang, Hamm, Lim, Kirk, & Yang, 2010; 
Nan, Sun, & Peretz, 2010), 也用作音乐能力测验

(Peretz & Coltheart, 2003), 包括音阶、轮廓、音程、

节奏、节拍及记忆 6 个分测验, 适用于成人, 以各

分测验评分均值作为音乐能力指标。采用 5 点量表

自评母语和汉语的熟练程度及使用频率。被试信息

见表 1。 
统计分析表明, 三组被试仅在 MBEA 音乐能

力上差异显著, F(2, 93) = 20.80, p < 0.001, ηp
2 = 0.31, 

95%CI = [24.02, 24.87]。事后检验表明, 侗歌组被

试 得 分 显 著 高 于 侗 族 非 侗 歌 组 被 试 (p < 0.001, 
95%CI = [0.99, 3.55])和汉族被试(p < 0.001, 95%CI = 
[2.03, 4.59]), 侗族非侗歌组被试和汉族被试的得

分无显著差异, p > 0.05。 
2.1.2  设计 

3(被试类型：侗歌组 /侗族非侗歌组 /汉族) × 
2(实验条件：一致/冲突)混合设计。被试类型为被

试间变量, 实验条件为被试内变量。因变量为被试

做音高判断的反应时和正确率。 
2.1.3  材料 

语 音 材 料 使 用 Adobe Audition 1.5 (Adobe 
Systems Incorporated, 2005)制作, 由一位中国女性

读出汉字“高”和“低”, 音长 550 ms, 音高分为高音

(D4, 753.56 Hz)和低音(D2, 180.13 Hz), 共有 4 个语

音刺激。练习材料为同一女性发出汉字“啊”的语音, 
音长 550 ms, 高音为 747.15 Hz, 低音为 177.44 Hz。

所有材料以听觉形式呈现, 音强平均为 65~75 dB
之间。 
2.1.4  仪器和程序 

采用 LENOVO 计算机呈现刺激, 显示器为 17
吋彩显 , 分辨率为 1024×768 像素 , 刷新率为 85 
Hz。音频输出使用 Sennheiser 耳机(型号：HD 206)。

采用 Eprime 2.0 编制程序, 刺激呈现时间、反应时

均由计算机记录。被试距离屏幕 60 cm, 单独测试, 
屏幕背景为白色(下同)。 

实验程序为：首先在屏幕中央呈现“+”注视点

250 ms, 然后通过耳机呈现刺激 550 ms, 要求忽略

语音意义, 判断音高。如果是低音, 点击鼠标左键, 
如果是高音, 点击鼠标右键, 半数被试按键按此方

式, 另一半被试按键方式相反。刺激在被试按键后

消失。如被试在 2 s 内未反应, 刺激自动消失, 进入

1000 ms 空屏缓冲, 随后进入下一试次。在播放语

音同时, 在屏幕左侧呈现字母 D, 表示低音, 在屏

幕右侧呈现字母 G, 表示高音, 以提示被试按键。

语义–音高一致刺激和语义–音高冲突刺激各半, 平

衡高音刺激与低音刺激, 刺激呈现经过随机化处理, 
共有 96 个试次。 

被试先练习, 材料为中性刺激, 即高音或低音

的“啊”, 使被试熟悉不同音高。练习 10 个试次, 正确

率达到 100%后开始实验。计算机自动记录反应时

和反应正误, 计时单位为 ms, 误差为±1 ms (下同)。 
2.1.5  结果与分析 

反应时分析时删去 M ± 3 SD 之外的数据(下
同)。结果见表 2。 

反应时的方差分析表明, 被试类型的主效应显

著, F(2, 93) = 3.13, p = 0.05, ηp
2 = 0.06, 95%CI = 

[633.44, 670.74]。均数比较表明, 侗歌组被试的反

应时(M = 620 ms)显著短于侗族非侗歌组被试(M = 
662 ms), p = 0.006, 95%CI = [−88.36, 3.01], 也显著

短于汉族被试(M = 674 ms), p = 0.01, 95%CI = 
[−100.51, −9.14]; 侗族非侗歌组被试和汉族被试的

反应时差异不显著, p > 0.05。实验条件的主效应显

著, F(1, 93) = 186.18, p < 0.001, ηp
2 = 0.67, 95%CI = 

[41.38, 55.47]。语义与音高冲突条件的反应时(M =  
 

表 1  被试的基本情况(N = 96) 
被试特性 侗歌组(n = 32) 侗族非侗歌组(n = 32) 汉族(n = 32) F/χ2 

性别 38% (男), 62% (女) 41% (男), 59% (女) 50% (男), 50% (女) 1.11 

年龄 17.34 (0.90) 17.38 (0.55) 17.50 (0.76) 0.39 

居住地 94% (乡村) 84% (乡村) 81% (乡村) 2.31 

家庭经济地位 7.13 (1.77) 7.84 (2.17) 7.63 (2.34) 0.98 

MBEA 音乐能力 26.31 (1.97) 24.04 (2.08) 23.00 (2.50) 20.80** 

母语熟练程度 4.18 (0.57) 4.16 (0.85) 4.22 (0.79) 0.08 

母语使用频率 4.25 (0.67) 4.13 (0.87) 4.56 (0.91) 2.39 

侗族汉语熟练程度 3.63 (0.55) 3.78 (0.79) — 0.91 

侗族汉语使用频率 4.13 (0.79) 4.28 (0.73) — 0.82 

注：括号内的数字为标准差, *代表 p < 0.05, **代表 p < 0.01, ***代表 p < 0.001,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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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听觉抑制任务的平均反应时(ms)和平均正确率(%) 
实验条件 

被试类型 反应 
语义与音高一致 语义与音高冲突 

Stroop 效应量 

反应时 609 (107) 631 (109) 22 (32) 侗歌组  
(n = 32) 正确率 96.48 (3.32) 93.48 (4.62) 3.00 (4.74) 

反应时 635 (85) 689 (98) 54 (39) 侗族非侗歌组  
(n = 32) 正确率 96.45 (4.07) 93.08 (5.14) 3.38 (6.00) 

反应时 640 (84) 709 (74) 69 (33) 汉族  
(n = 32) 正确率 91.17 (10.53) 89.00 (11.52) 2.17 (8.24) 

 
676 ms)比语义与音高一致条件(M = 628 ms)显著

长。被试类型和实验条件交互作用显著, F(2, 93) = 
15.36, p < 0.001, ηp

2 = 0.25。简单效应分析表明, 当

语义与音高一致时, 三组被试的反应时差异不显著, 
p > 0.05; 当语义与音高冲突时, 侗歌组被试的反应

时(M = 631 ms)显著短于侗族非侗歌组被试(M = 
689 ms, p = 0.046, 95%CI = [−116.44, −0.82])和汉

族被试(M = 709 ms, p = 0.004, 95%CI = [−136.24, 
−20.62]), 侗族非侗歌组被试和汉族被试的反应时

差异不显著, p > 0.05。 
反应时的 Stroop 效应量为冲突条件与一致条

件的反应时之差。见图 1。 
 

 
 

图 1  被试在听觉任务和视觉任务下的抑制效应量 
 

方差分析表明, F(2, 93) = 15.36, p < 0.001, ηp
2 = 

0.25。均数比较表明, 侗歌组被试的效应量(M = 22 
ms)显著小于侗族非侗歌组被试(M = 54 ms, p = 
0.001, 95%CI = [−53.10, −10.71])和汉族被试(M = 
69 ms, p < 0.001, 95%CI = [−68.41, −26.23]), 侗族

非侗歌组被试与汉族被试的效应量差异不显著(p > 
0.05)。 

正确率的方差分析表明, 被试类型的主效应显

著, F(2, 93) = 5.74, p = 0.004, ηp
2 = 0.11, 95%CI = 

[0.92, 0.95]。均数比较表明, 侗歌组被试的正确率

(M = 95%)与侗族非侗歌组被试(M = 94.8%)差异不

显著, p > 0.05, 但二者的正确率均显著高于汉族被

试(M = 91%), p = 0.003, 95%CI = [0.02, 0.08], p = 
0.005, 95%CI = [0.01, 0.08]。实验条件的主效应显

著, F(1, 93) = 18.52, p < 0.001, ηp
2 = 0.17。语义与音

高冲突时的正确率(M = 91.85%)显著低于语义与音

高一致时(M = 94.70%), p < 0.001, 95%CI = [0.02, 
0.04]。被试类型和实验条件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F(2, 
93) = 0.29, p > 0.05。 

正确率的 Stroop 效应量为冲突条件与一致条

件的正确率之差。三组被试的效应量差异不显著, 
F(2, 93) = 0.29, p > 0.05。 
2.1.6  讨论 

实验 1a 表明, 侗歌组被试对实验任务的反应

具有优势：反应时显著短于侗族非侗歌组被试和汉

族被试, 正确率也显著高于汉族被试。在反应时上, 
侗歌组被试的 Stroop 效应量显著小于侗族非侗歌

组被试与汉族被试。这说明, 在听觉通道上, 侗歌

组被试对干扰刺激的抑制能力显著优于侗族非侗

歌组被试和汉族被试。这是因为侗歌具有多声部特

点, 每一声部的演唱者在听觉系统内要及时监控本

声部的内容、旋律、音高等, 同时抑制来自于其他

声部的干扰, 从而达到与整体的和谐, 锻炼了听觉

通道的抑制控制能力。这说明, 侗歌经验促进个体

听觉抑制能力发展。侗族非侗歌组被试的正确率也

显著高于汉族被试, 说明对干扰刺激的抑制能力优

于汉族被试。原因有两方面, 一是侗族非侗歌组被

试虽无侗歌演唱经验, 但对侗歌演唱耳濡目染, 在

观看侗歌表演时亦可能专注于某一声部演唱, 特别

是当演唱者中有自己家庭的成员时; 二是由于双语

经验所致。 
2.2  实验 1b: 侗歌经验对侗族中学生视觉抑制

能力的影响 
2.21  被试 

同实验 1a。 
2.2.2  设计  

3(被试类型：侗歌组 /侗族非侗歌组 /汉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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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验条件：一致/冲突)混合设计。被试类型为被

试间变量, 实验条件为被试内变量。因变量为被试

做方向判断的反应时和正确率。 
2.2.3  材料和程序 

刺激材料为指向左和指向右的箭头, 长 6.25 cm, 
宽 0.5 cm, 最宽处为 1.25 cm, 颜色为黑色, 呈现在

白色背景上。 
实验程序为：首先在屏幕中央呈现“+”注视点

250 ms, 然后在屏幕左侧(x = –400, y = 0)或右侧(x = 
400, y = 0)呈现箭头 550 ms, 在一致条件下, 箭头

指向与箭头呈现位置相同, 在冲突条件下, 箭头指

向和箭头呈现位置不同, 两种条件随机呈现, 要求

尽快尽量准确地判断箭头朝向 , 忽略箭头呈现位

置。当箭头指向左侧时, 点击鼠标左键反应, 当箭

头指向右侧时, 点击鼠标右键反应。半数被试按键

按此方式, 另一半被试按键方式相反。共有 96 个试

次, 箭头指向和箭头呈现位置进行平衡处理, 随机

呈现。实验开始前, 被试先进行 10 次练习, 在练习

中, 箭头始终呈现在屏幕中央, 被试判断箭头指向, 
正确率达到 100%后开始实验。  
2.2.4  结果与分析 

结果见表 3。 
反应时的方差分析表明, 被试类型的主效应不 

显著, F(2, 93) = 1.15, p > 0.05。实验条件的主效应

显著, F(1, 93) = 332.01, p < 0.001, ηp
2 = 0.78, 95%CI = 

[444.99, 464.64]。箭头指向与箭头位置冲突条件的

反应时(M = 475 ms)显著长于箭头指向与箭头位置

一致条件(M = 433 ms)。被试类型和实验条件交互

作用显著, F(2, 93) = 11.43, p < 0.001, ηp
2 = 0.20。简

单效应分析表明 , 当箭头指向与箭头位置一致时 , 
三组被试的反应时差异不显著, p > 0.05; 当箭头指

向与箭头位置冲突时 , 侗歌组被试的反应时(M = 
459 ms)显著短于汉族被试(M = 490 ms), p = 0.06, 
95%CI = [−1.13, 63.18], 其余的组间差异不显著, p > 
0.05。  

反应时的 Stroop 效应量为冲突条件与一致条

件的反应时之差。方差分析表明, 被试类型的主效

应显著, F(2, 93) = 11.43, p < 0.001, ηp
2 = 0.20。均数

比较表明, 侗歌组被试的效应量(M = 28 ms)显著小

于侗族非侗歌组被试(M = 43 ms, p = 0.003, 95%CI = 
[−28.14, −0.51])和汉族被试(M = 55 ms, p < 0.001, 
95%CI = [−40.90, −13.27]), 侗族非侗歌组被试和汉

族被试的效应量差异边缘显著, p = 0.08。结果见图 1。 
正确率的方差分析表明, 被试类型的主效应不

显著, F(2, 93) = 1.38, p > 0.05。实验条件的主效应

显著, F(1, 93) = 21.07, p < 0.001, ηp
2 = 0.19, 95%CI = 

[0.96, 0.98]。箭头指向与箭头位置冲突时正确率(M = 
96.24%)显著低于箭头指向与箭头位置一致时(M = 
98.31%)。被试类型和实验条件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F(2, 93) = 1.63, p > 0.05。 

正确率的 Stroop 效应量为冲突条件与一致条

件的正确率之差。三组被试的效应量差异不显著, 
F(2, 93) = 1.63, p > 0.05。 
2.2.5  讨论 

实验 1b 发现, 侗歌组被试在视觉通道存在抑

制控制能力优势。3 组被试的反应仅在冲突条件下

差异显著, 这是因为冲突条件对选择性注意能力和

抑制能力要求更高。综合实验 1a 和实验 1b, 说明

侗歌经验对抑制能力促进不仅存在于与音乐直接

相关的听觉通道中, 还扩展到视觉通道中, 具有跨

感觉通道的普遍性。 
实验 1a 发现, 在听觉抑制任务中, 侗族非侗歌

组被试的正确率显著高于汉族被试。实验 1b 发现, 
在 反 应 时 上 , 无 论 有 无 侗 歌 经 验 , 侗 族 被 试 的

Stroop 效应量都显著小于汉族被试。这体现了双语

经验对抑制控制能力的影响。侗族学生均熟练掌握

侗语和汉语 , 在言语产生中面临更多的语言选择 , 
必须将注意力集中于一种语言上, 忽略无关语言。

由于经常在目标刺激和分心刺激间进行选择性注

意, 抑制干扰信息, 因而对冲突的控制能力更好。 
 

表 3  视觉抑制任务的平均反应时(ms)和平均正确率(%) 
实验条件 

被试类型 反应 
箭头指向与位置一致 箭头指向与位置冲突 

Stroop 效应量 

反应时 430 (50) 459 (55) 28 (20) 侗歌组  
(n = 32) 正确率 99.31 (1.20) 96.50 (4.62) 2.81 (4.76) 

反应时 437 (50) 479 (54) 43 (26) 侗族非侗歌组  
(n = 32) 正确率 98.84 (2.84) 96.38 (5.14) 2.47 (4.24) 

反应时 434 (40) 490 (50) 55 (22) 汉族  
(n = 32) 正确率 96.78 (6.46) 95.84 (5.05) 0.94 (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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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验 2：侗歌经验对侗族中学生
刷新能力的影响 

3.1  实验 2a: 侗歌经验对侗族中学生听觉工作

记忆刷新的影响 
3.1.1  被试 

同实验 1a。 
3.1.2  设计 

3(被试类型：侗歌组 /侗族非侗歌组 /汉族) × 
3(记忆负荷水平：低负荷/中负荷/高负荷)混合设计。

被试类型为被试间变量, 记忆负荷水平为被试内变

量。因变量为方向判断的正确率。 
3.1.3  材料和程序 

为了减少专业音乐知识的影响, 声音材料取自

C 大调单音音阶中 8 个正弦声波音符, 采用 N-back
范式, 要求被试又快又准地判断耳机中呈现的声音

与它前面第 n 个呈现的声音是否相同。采用 3 种记

忆负荷(1–back 低负荷, 2–back 中负荷, 3–back 高负

荷)。在 1–back 低负荷水平, 要求判断当前呈现音

符与它前面相邻音符是否相同, 相同按 J 键, 不同

按 F 键; 当 n = 2 时, 要求判断当前呈现音符与它前

面第二个音符是否相同; 当 n = 3 时, 要求判断当

前呈现音符与它前面第三个音符的异同。在实验中, 
每一音符持续 500 ms, 判断时间为 2500 ms。每一

负荷水平的实验包括练习和正式实验。每一负荷水

平包括 3 个区间, 每一区间包括 20+n 个刺激, 目标

刺激有 6 个, 非目标刺激有 14+n 个。每种实验条

件由易到难, 均从 1–back 低负荷任务开始, 然后进

入 2–back 任务和 3–back 任务。每一系列结束后, 按

回车键进入下一系列试验。 
3.1.4  结果与分析 

只分析正确率, 结果见表 4。 
方差分析表明, 被试类型的主效应显著, F(2, 

93) = 11.31, p < 0.001, ηp
2 = 0.20。均数比较表明, 侗

歌组被试的正确率(M = 79.34%)显著高于侗族非侗

歌组被试(M = 76.66%, p = 0.003, 95%CI = [0.02, 
0.14])与汉族被试(M = 75.67%, p < 0.001, 95%CI = 

[0.05, 0.16]), 侗族非侗歌组被试与汉族被试的正

确率差异不显著, p > 0.05。记忆负荷水平的主效应

显著, F(1, 93) = 106.14, p < 0.001, ηp
2 = 0.70, 95%CI = 

[0.67, 0.71]。低负荷水平的正确率(M = 79.34%)显
著高于中负荷水平(M = 66.92%, p < 0.001, 95%CI = 
[0.10, 0.15])和高负荷水平(M = 59.49%, p < 0.001, 
95%CI = [0.16, 0.23])。被试类型和记忆负荷水平的

交互作用不显著, F(2, 93) = 0.65, p > 0.05。见图 2。 
对三种记忆负荷水平分别进行方差分析。结果

表明, 在低负荷水平, 三组被试的正确率差异显著, 
F(2, 93) = 6.06, p = 0.003, ηp

2 = 0.12。Bonferroni 事

后检验表明, 侗歌组被试和侗族非侗歌组被试的正

确率差异边缘显著(均值差为 7.91%), p = 0.05, 侗

歌组被试的正确率显著高于汉族被试 (均值差为

11.03%, p = 0.003, 95%CI = [0.03, 0.19]), 侗族非侗

歌组被试与汉族被试的正确率差异不显著(均值差

为 3.13%), p > 0.05。在中等负荷水平, 三组被试的

正确率差异显著, F(2, 93) = 6.03, p = 0.003, ηp
2 = 

0.12。Bonferroni 事后检验表明, 侗歌组被试的正确

率显著高于侗族非侗歌组被试(均值差为 8.47%, p = 
0.01, 95%CI = [0.01, 0.15])和汉族被试(均值差为

8.66%, p = 0.009, 95%CI = [0.01, 0.16])。侗族非侗

歌组被试和汉族被试的正确率差异不显著(均值差

为 0.19%), p > 0.05。在高负荷水平, 三组被试的正

确率差异显著, F(2, 93) = 13.35, p < 0.001, ηp
2 = 0.23。

侗歌组被试的正确率显著高于侗族非侗歌组被试

(均值差为 7.41%, p = 0.006, 95%CI = [0.01, 0.13])
和汉族被试(均值差为 11.94%, p = 0.001, 95%CI = 
[0.06, 0.18])。侗族非侗歌组被试和汉族被试的正

确率差异不显著(均值差为 4.53%, p > 0.05)。 
3.1.5  讨论 

实验 2a 发现, 在低负荷、中负荷和高负荷的听

觉记忆水平, 侗歌组被试都更具有记忆刷新能力优

势, 侗族非侗歌组被试和汉族被试的记忆刷新能力

却无显著差异。这体现了侗歌经验对听觉记忆刷新 
能力的促进作用。 

音乐是由音符构成的序列信息。加工音乐依赖 
 

表 4  被试在听觉刷新任务中的平均正确率(%) 
记忆负荷水平 

被试类型 
1back 2back 3back 

均值 

侗歌组 (n = 32) 85.66 (6.60) 72.62 (9.96) 65.94 (9.38) 74.7 (1.6) 

侗族非侗歌组 (n = 32) 77.75 (16.05) 64.16 (13.59) 58.53 (9.29) 66.8 (1.6) 

汉族 (n = 32) 74.63 (14.52) 63.97 (10.25) 54.00 (9.32) 64.2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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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对序列顺序的记忆。在侗歌演唱中, 演唱者要提

前规划多个音节, 对即将演唱的部分有所预期, 这

必然影响其加工序列信息的能力, 促进记忆更新能

力发展, 尤其是在与音乐直接相关的听觉领域。 
3.2  实验 2b: 侗歌经验侗族中学生对视觉工作

记忆刷新的影响 
3.2.1  被试 

同实验 1a。 
3.2.2  设计 

3(被试类型：侗歌组 /侗族非侗歌组 /汉族) × 
3(记忆负荷水平：低负荷/中负荷/高负荷)混合设计。

被试类型为被试间变量, 记忆负荷水平为被试内变

量。因变量为方向判断的正确率。 
3.2.3  材料和程序 

材料为 8 个英文字母(C, D, G, K, P, Q, T, V), 
要求又快又准地判断屏幕上呈现字母与它前面第 n
个刺激是否相同。也采用 3 种负荷水平(1–back 低

负荷, 2–back 中负荷, 3–back 高负荷)。实验要求同

实验 2a。在实验中, 每一字母呈现 500 ms, 判断时

间为 2500 ms。其余实验安排同实验 2a。 
3.2.4  结果与分析 

结果见表 5。 
正确率的方差分析表明, 被试类型的主效应显

著, F(2, 93) = 5.12, p = 0.008, ηp
2 = 0.10。均数比较表

明, 侗歌组被试的正确率(M = 83.45%)显著高于侗

族非侗歌组被试(M = 76.66%, p = 0.03, 95%CI = 
[0.03, 0.13]), 侗族非侗歌组被试与汉族被试的正

确率(M = 75.67%)差异不显著, p > 0.05。记忆负荷

水平的主效应显著, F(1, 93) = 331.93, p < 0.001, ηp
2 = 

0.78, 95%CI = [0.76, 0.81]。低负荷水平的正确率(M = 
87.89%)显 著 高 于 中负 荷水 平 (M = 79.53%, p < 
0.001, 95%CI = [0.06, 0.10])和高负荷水平 (M = 
68.35%, p < 0.001, 95%CI = [0.17, 0.22]), 中负荷水

平的正确率显著高于高负荷水平, p < 0.001, 95%CI 
= [0.09, 0.13]。被试类型和实验条件的交互作用不

显著, F(2, 93) = 0.48, p > 0.05。见图 2。 
对三种负荷水平分别进行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在低负荷水平, 三组被试的正确率差异不显著, F(2, 
93) = 2.42, p > 0.05。在中等负荷水平, 三组被试的

正确率差异显著, F(2, 93) = 5.39, p = 0.006, ηp
2 = 

0.11。侗歌组被试的正确率显著高于侗族非侗歌组

被试(均值差为 7.59%, p = 0.01, 95%CI = [0.02, 
0.14])和汉族被试(均值差 9.38%, p = 0.003, 95%CI 
= [0.03, 0.15])。侗族非侗歌组被试和汉族被试的正

确率差异不显著(均值差为 1.78%), p > 0.05。在高

负荷水平, 三组被试的正确率差异显著, F(2, 93) = 
4.82, p = 0.01, ηp

2 = 0.10。侗歌组被试的正确率显著

高于侗族非侗歌组被试(均值差为 7.63%, p = 0.03, 
95%CI = [0.01, 0.15])和汉族被试(均值差为 7.91%, 
p = 0.02, 95%CI = [0.01, 0.15])。侗族非侗歌组被试

和汉族被试的正确率差异不显著(均值差为 2.81%, 
p > 0.05)。 
3.2.5  讨论 

实验 2b 在视觉水平上再次证实侗歌经验对记

忆刷新能力的促进作用。这种记忆提升效应可能由

侗歌特点决定。侗歌的音乐成分多是源于自然界的 
 

 
 

图 2  被试在听觉任务和视觉任务下的记忆刷新正确率 
 

表 5  被试在视觉刷新任务中的平均正确率(%) 

记忆负荷水平 
被试类型 

1back 2back 3back 
均值 

侗歌组 (n = 32) 91.62 (6.01) 85.19 (8.94) 73.53 (8.29) 83.4 (1.9) 

侗族非侗歌组 (n = 32) 86.47 (14.89) 77.59 (12.14) 65.91 (12.50) 76.7 (1.9) 

汉族 (n = 32) 85.56 (12.90) 75.81 (14.64) 65.63 (13.27) 75.7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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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 , 歌词内容多源于侗族的农业生产和社会生

活。在演唱中, 侗歌的音乐成分和歌词内容均能唤

起演唱者的清晰的视觉表象。而且, 随着音乐进行, 
演唱者头脑中的视觉表象在不断地更新 , 由此锻

练了视觉记忆更新能力 , 促进了视觉记忆更新能

力发展。 

4  实验 3：侗歌经验对侗族中学生
转换能力的影响 

4.1  实验 2a: 侗歌经验对听觉转换能力的影响 
4.1.1  被试 

同实验 1a。 
4.1.2  设计 

3(被试类型：侗歌组 /侗族非侗歌组 /汉族) × 
2(实验条件：重复/转换)混合设计。被试类型为被

试间变量, 实验条件为被试内变量。因变量为被试

判断的反应时和错误率。 
4.1.3  材料和程序 

转换任务采用可预测线索范式, 要求在两个刺

激维度间进行灵活转换(Rogers & Mnsell, 1995)。在

此范式下, 任务间转换可以预期, 并且在不同任务

下使用相同按键, 避免刺激在不同任务中按不同标

准重新配置, 减少抑制能力的影响。 
在听觉转换中 , 两个刺激维度为音高(高音、

低音)和音色(管乐、弦乐)。为使不同刺激类型更

易区分, 在高音和低音之间至少相差 3 个八度, 高音

选择 A5 和 C6, 低音选择 A2 和 F#2。音色区分为管

乐(大号、长笛)音色和弦乐(大提琴、小提琴)音色。 
实验程序为：首先呈现注视点“+”250 ms, 接着

通过耳机呈现音频刺激 500 ms, 声音呈现在左耳

时, 判断音高, 低音按 M 键, 高音按 C 键; 声音呈

现在右耳时, 判断音色, 管乐按 M 键, 弦乐按 C 键

(将键盘的 C、M 键做出标记)。每呈现两个声音进

行一次转换。正确作答后, 缓冲 150 ms, 进入下一

试次, 作答错误, 缓冲 1500 ms。在正式实验中, 共

有 3 个区间, 每一区间包含 64 个试次。 
在实验开始前, 被试先练习, 练习按照正式实

验中刺激呈现位置线索分别进行, 首先练习音高判

断, 此时刺激只呈现在左耳, 有 24 个试次, 正确率

达到 100%后再进行音色判断练习, 此时刺激只呈

现在右耳。最后进行转换练习, 此时与正式实验一

致, 刺激在左右耳之间转换。 
4.1.4  结果与分析 

结果见表 6。 
反应时的方差分析表明, 被试类型的主效应不

显著, F(2, 93) = 1.21, p > 0.05。实验条件的主效应显

著, F(1, 93) = 162.09, p < 0.001, ηp
2 = 0.64, 95%CI = 

[1124.62, 1233.49]。转换条件的反应时(M = 1275 ms)
比重复条件(M = 1083 ms)显著长。被试类型和实验

条件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F(2, 93) = 1.91, p > 0.05。 
反应时的转换代价为转换条件与重复条件的

反应时之差。见图 3。 
方差分析表明, 三组被试的转换代价差异显著, 

F(2, 93) = 4.91, p = 0.009, ηp
2 = 0.10。均数比较表明, 

侗歌组被试(M = 137 ms)与侗族非侗歌组被试(M = 
188 ms)的转换代价差异不显著, p > 0.05, 均显著

小于汉族被试(M = 252 ms), p = 0.007, 95%CI = 
[−205.91, −25.53]。 

正确率的方差分析表明, 被试类型的主效应不

显著, F(2, 93) = 2.18, p > 0.05。实验条件的主效应

显著, F(1, 93) = 23.90, p < 0.001, ηp
2 = 0.20。重复条

件的正确率(M = 73.66%)显著高于转换条件(M = 
71.19%), p < 0.001, 95%CI = [0.02, 0.04]。被试类型

和实验条件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F(2, 93) = 1.74, p > 
0.05。 

正确率的转换代价为转换条件与重复条件的

正确率之差。方差分析表明, 三组被试的转换代价

差异不显著, F(2, 93) = 1.74, p > 0.05。 
4.1.5  讨论 

实验 3a 表明, 侗歌经验对听觉转换能力无显 
 

表 6  听觉转换任务的平均反应时(ms)和平均正确率(%) 
实验条件 

被试类型 反应 
非转换条件 转换条件 

转换效应 

反应时 1066 (243) 1203 (337) 137 (144) 侗歌组 
(n = 32) 正确率 76.06 (8.66) 73.13 (7.98) 2.94 (3.65) 

反应时 1089 (219) 1277 (336) 188 (157) 侗族非侗歌组 
(n = 32) 正确率 75.37 (11.83) 72.06 (12.27) 3.31 (5.87) 

反应时 1093 (200) 1346 (328) 252 (143) 汉族  
(n = 32) 正确率 69.53 (14.94) 68.38 (14.00) 1.16 (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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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被试在听觉任务和视觉任务下的转换代价 
 

著影响, 侗歌组被试和侗族非侗歌组被试的转换代

价差异不显著, 但均显著小于汉族被试。这可能是

因为侗歌虽为多声部民歌, 但每一位歌手的声部都

较固定, 较少需要在不同声部之间转换。因此, 侗

歌经验对歌手的影响更多表现在抑制能力上, 对转

换能力无显著影响。侗族被试与汉族被试的转换代

价差异显然是受侗族学生的双语经验影响所致。王

婷、王丹、张积家、崔健爱(2017)对景颇族研究表

明, 双语的语言经验对被试的抑制能力和转换能力

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4.2  实验 3b: 侗歌经验对侗族中学生视觉转换

能力的影响 
4.2.1  被试 

同实验 1a。 
4.2.2  设计 

3(被试类型：侗歌组 /侗族非侗歌组 /汉族) × 
2(实验条件：重复/转换)混合设计。被试类型为被

试间变量, 实验条件为被试内变量。因变量为被试

判断的反应时和正确率。 
4.2.3  材料和程序 

选择刺激维度为数字(4, 5, 8, 9)和字母(A, I, G, 
K)。二者排列组合构成一系列数字字母对(如, A5, 
K9)。在正式实验时, 首先呈现注视点“+”250 ms, 
接着在屏幕上呈现数字字母组合 500 ms, 当刺激

呈现在屏幕左侧时, 判断数字奇偶, 奇数按 C 键, 
 

偶数按 M 键; 当刺激呈现在屏幕右侧时, 判断字母

是元音还是辅音, 声母(辅音)按 M 键, 韵母(元音)
按 C 键(将键盘的 C、M 键作出标记)。每呈现两个

刺激进行一次转换。被试正确作答后, 缓冲 150 ms, 
进入下一试次, 作答错误, 缓冲 1500 ms。正式实验

包括 3 个区间, 每一区间有 64 个试次。 
在实验开始前, 被试先练习。练习按照正式实

验中刺激呈现位置线索分别进行。首先练习奇偶判

断, 此时数字只呈现在屏幕左侧, 并结合中性刺激

(#, ?, ∕, %), 如#5, ？9, 练习 24 次, 正确率达 100%
后再进行元音辅音判断, 此时字母只呈现在屏幕右

侧, 并结合中性刺激, 如/K, %A。最后进行转换练习, 
此时与正式实验一致, 刺激在数字和字母间转换。 
4.2.4  结果与分析 

结果见表 7。 
反应时的方差分析表明, 被试类型的主效应不

显著, F(2, 93) = 1.21, p > 0.05。实验条件的主效应

显著, F(1, 93) = 480.48, p < 0.001, ηp
2 = 0.84, 95%CI = 

[1121.81, 1214.21]。转换条件的反应时(M = 1367 ms)
显著长于重复条件(M = 969 ms)。被试类型和实验

条件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F(2, 93) = 1.85, p > 0.05。 
反应时的转换代价为转换条件与重复条件的

反应时之差。方差分析表明, 三组被试的转换代价

差异显著, F(2, 93) = 3.17, p = 0.04, ηp
2 = 0.06。均数

比较表明, 侗歌组被试(M = 365 ms)和侗族非侗歌

组被试(M = 367 ms)的转换代价差异不显著, p > 
0.05, 但均显著小于汉族被试(M = 463 ms), p = 
0.06, 95%CI = [−206.53, 10.41]。见图 3。 

正确率的方差分析表明, 被试类型的主效应不

显著, F(1, 93) = 41.66, p < 0.001, ηp
2 = 0.31, 95%CI = 

[0.89, 0.93]。重复条件的正确率(M = 91.96%)显著

高于转换条件(M = 89.10%)。被试类型和实验条件

的交互作用显著, F(2, 93) = 3.73, p = 0.02, ηp
2 =0.07。

简单效应分析表明, 在重复条件下, 三组被试的正

确率没有显著差异, ps > 0.05; 在转换条件下, 侗 

表 7  视觉转换任务的平均反应时(ms)和平均正确率(%) 
实验条件 

被试类型 反应 
重复条件 转换条件 

转换效应 

反应时 957 (151) 1322 (178) 365 (155) 侗歌组  
(n = 32) 正确率 94.44 (8.04) 92.47 (8.12) 1.98 (4.31) 

反应时 962 (249) 1329 (299) 367 (185) 侗族非侗歌组  
(n = 32) 正确率 91.38 (8.90) 89.34 (9.61) 2.03 (4.58) 

反应时 988 (248) 1451 (270) 463 (192) 汉族  
(n = 32) 正确率 90.06 (13.41) 85.50 (13.14) 4.56 (2.85) 

Act
a 

Psy
ch

ol
og

ic
a 

Sin
ic

a



1050 心    理    学    报 第 51 卷 

 

歌组被试的正确率(M = 92.47%)显著高于汉族被试

(M = 85.50%), p = 0.03, 95%CI = [−0.02, 0.11], 侗

族非侗歌组被试的正确率(M = 89.34%)与侗歌组被

试和汉族被试差异均不显著, p > 0.05。 
正确率的转换代价为转换条件与重复条件的

正确率之差。方差分析表明, 三组被试的转换代价

差异显著, F(2, 93) = 3.73, p = 0.028, ηp
2 = 0.07, 

95%CI = [0.02, 0.04]。侗歌组被试(M = 1.98%)和侗

族非侗歌组被试(M = 2.03%)的转换代价差异不显

著 , 但 均 小 于 汉 族 被 试 (M = 4.56%), p = 0.05, 
95%CI = [−0.05, 0.00]。 
4.2.5  讨论 

实验 3b 得到与实验 3a 类似的结果：侗歌经验

对转换能力无显著影响。这是因为侗歌演唱虽然分

成不同声部, 但“众低独高”是显著特征。每位歌手

的声部都较固定, 较少出现在不同声部间转换。这

说明, 侗歌经验并非对执行功能的各种成分产生均

衡作用, 其影响具有功能特异性。 
无论是听觉任务还是视觉任务, 侗歌组被试和

侗族非侗歌组被试的转换代价差异不显著, 但均小

于汉族被试, 说明侗族被试有转换能力优势。这是

因为侗族被试均是早期熟练双语者, 经常在侗语和

汉语间转换 , 双语经验提高了侗族被试的转换能

力。这与国内已有少数民族多语的研究结果(王婷

等, 2017)一致。 

5  综合讨论 
众多研究关注执行功能和音乐能力的关系, 却

很难得到确切答案。这是因为多数研究只关注执行

功能某一成分, 少量综合研究亦少有匹配视觉任务

和听觉任务(Degé et al., 2011; Schellenberg, 2011; 
Slevc et al, 2016), 因而很难明确音乐家优势效应

只存在于听觉能力, 还是视觉能力也有优势。已有

研究主要基于西方音乐。西方音乐是由基本乐理、

和声、曲式、复调等形成的人工语言表达体系, 与

日常语言脱离。中国民族音乐的风格与自然语言或

方言相伴随, 保留了音乐的日常语言表达体系(管

建华, 2014)。这种语言与音乐的交互作用对执行功

能的不同成分有何影响？本研究表明, 侗歌组被试

的抑制能力和刷新能力显著好于侗族非侗歌组被

试和汉族被试, 这一优势在视觉、听觉通道中均存

在, 说明由音乐经验引起的认知优势具有跨感觉通

道的普遍性。侗歌组被试和侗族非侗歌组被试的转

换能力无显著差异, 说明侗歌经验对执行功能的影

响具有功能特异性。侗族非侗歌组被试的抑制能力

和转换能力又好于汉族被试, 体现了语言和音乐的

交互作用。侗歌的突出特点是口语化, 以传授知识、

文化为目的 , 是一种实用需要。相对于西方音乐 , 
这种语言与音乐的交互作用在我国民族音乐中表

现得更显著(张贵华, 2004)。 
5.1  关于侗族大歌对执行功能不同成分影响的

差异 
对西方音乐家研究表明, 音乐家具有记忆保持

和更新能力优势(George & Coch, 2011; Meinz & 
Hambrick, 2010; Oechslin, van de Ville, Lazeyras, 
Hauert, & James, 2013; Pallesen et al, 2010)。音乐训

练提高记忆更新能力 (Roden, Grube, Bongard, & 
Kreutz, 2014)。本研究表明, 侗歌组被试的记忆更

新能力好于侗族非侗歌组被试和汉族被试。音乐训

练促进记忆更新能力 , 是因为音乐加工依赖于表

征、保持、加工序列信息的能力(Palmer & Pfordresher, 
2003)。音乐是由音符按照一定规则组成不同时空

关系的片段或篇章, 对音乐认知需要感知、识别、

解析音符序列, 对序列顺序记忆必然要不断更新记

忆中的信息。音乐比语言对记忆更新要求更高。语

言交流需要迅速从语言表面形式深入到语义理解, 
交谈者对语言表面形式的记忆较差, 音乐中却没有

类 似 抽 象 过 程 (Schellenberg, Stalinski, & Marks, 
2014)。音乐家学习音乐时, 需要不断更新工作记忆

内容, 在演奏音乐时, 需要对即将演奏部分有预期, 
提前规划音节(Drake & Palmer, 2000), 因而更具有

记忆更新能力优势。 
已有对音乐训练与抑制能力和转换能力关系

的研究结果不一致。一些研究发现, 音乐训练促进

抑制控制能力(Bialystok & DePape, 2009; Moreno  
et al, 2011, 2014; Moradzadeh et al., 2015); 另一些

研究发现, 音乐训练无法预测抑制控制能力和转换

能力(Okada & Slevc, 2018; Slevc et al., 2016)。本研

究表明, 侗歌训练促进记忆更新能力发展, 也促进

抑制控制能力发展, 但对转换能力影响不显著。所

以如此, 与侗歌特点有关。 
作为中国首例多声部民歌合唱 , 侗歌填补了

“中国民歌没有多声部”的空白。侗歌入选“世界人

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对其评价是：

“一个民族的声音, 一种人类的文化”。多声部是指

在音乐进行中, 同时出现一个以上不同声部的合唱

形式。多声部民歌是我国音乐中独具特色的表现形

Act
a 

Psy
ch

ol
og

ic
a 

Sin
ic

a



第 9 期 王  婷 等: 侗歌经验对侗族中学生执行功能的影响 1051 

 

式, 也称为“复调民歌” (耿耘, 2012)。多声部唱法在

高低音中增强对比性的同时又实现和谐统一, 在和

谐范围内的偶然跳跃为侗歌增添了独特的艺术魅

力。侗族歌班在演唱时, 没有乐器配备, 也无专人

指挥, 在一人高音之引领下, 众声跟随演唱, 高低

音分合有致, 在低声部后, 还有一段较长时间的拖

着固定低音的拖腔声部, 形成由远及近、由细变宏、

豁然开朗的声效。演唱侗歌, 追求高低不同声调的

和谐互衬, 以低音来制造高音悠长连绵的效果, 使

高音更高亢有力, 低音更深沉浑厚(杨毅, 2014)。在

演唱中, 每一歌手既要专注于自己的演唱, 相互间

又要配合默契, 不同声部穿插交错、有条不紊、和

谐有致。在进入齐唱环节后, 不论是起句还是落句, 
都整齐划一, 音调恰当, 高低声部相互照应, 相得

益彰。正由于侗歌的多声部特点, 演唱者需要对演

唱内容、旋律、音调进行实时监控, 及时调节, 抑

制冲突 , 排除不同声部的干扰 , 完成自己的声部 , 
这就锻炼了演唱者的抑制控制能力。  

认知神经科学为音乐改善人类脑机能、提升心

智水平提供了证据(侯建成 , 董奇 , 2010; 张卫东 , 
2014)。研究发现, 音高、响度、时序等不同音乐特

征 分 别 由 脑 的 不 同 机 能 部 位 完 成 (Levitin & 
Tirovolas, 2009)。经常演奏音乐, 需要对行为实时

监察、及时调节, 促进脑的控制机能, 继而改善前

额叶的执行功能(韩明鲲, 吕静, 2013)。听音乐时脑

电变化集中在前额区(Iwaki, Hayashi, & Hori, 1997), 
前额区负责整合音乐信息和情绪信息, 对其他认知

任务也有协调与控制功能(李美华, 白学军, 2005)。
这些研究均为音乐训练促进执行功能提供了神经

层面的证据。然而, 侗歌演唱者却较少在不同声部

之间转换。由于侗歌演唱的这一特点, 侗歌经验对

歌手的转换能力也就无显著影响。 
综上所述, 侗歌经验对侗族人的执行功能有促

进作用, 但其影响有功能特异性：影响抑制能力和

刷新能力, 不影响转换能力。王婷等(2017)表明, 景

颇族“各说各话”的语言经验对执行功能的影响也

有功能特异性：影响抑制能力与转换能力, 不影响

记忆刷新能力。因为讲话者用一种方言讲话时要抑

制其他方言激活, 在与讲不同方言的家庭成员交际

时要在不同方言间转换 , 却不影响对言语内容更

新。侗歌经验对执行功能的影响具有功能特异性是

由侗歌特点决定的：演唱者在演唱中要抑制不同声

部的干扰, 完成自己的声部, 需要不断地更新演唱

内容, 却不需要在不同声部间转换。 

5.2  关于侗歌经验影响执行功能的跨感觉通道

的普遍性 
音乐家的执行功能优势不仅表现在听觉加工

和音乐情境中, 还拓展到视觉领域。音乐家在视觉

字母 N-back 任务存在优势(Oechslin et al., 2013)。
本研究证实, 侗歌经验对执行功能的影响具有跨感

觉通道的普遍性。这意味着, 侗歌经验不仅对执行

功能和语音回路有塑造作用, 还对视空间画板有塑

造作用。侗歌经验属于听觉经验, 为什么在视觉通

道中产生促进效应？ 
(1) 侗歌经验加强侗歌演唱者的视觉、听觉、

运动及执行控制的系统间的动态交互。工作记忆包

括中央执行系统、视空间画板和语音回路, 还包括

情景缓冲器。情景缓冲器在执行系统控制下保持加

工后的信息, 联结来自长时记忆和两个子系统, 支

持后续加工(Baddeley, 2004; 鲁忠义 , 杜建政 , 刘

学华, 2008)。音乐家不仅需要提前在视觉空间画版

中存储加工动态变化的音符信息, 还需要在语音回

路中实时监控音乐演唱效果, 实现视觉、听觉、运

动 及 执 行 控 制 各 系 统 间 的 动 态 交 互 (Hodges, 
Hairston, & Burdette, 2005; Lee & Noppeney, 2011)。
由于侗歌源于自然、源于生活, 侗歌经验不仅强化

了视空间画板和语音回路的动态交互, 而且使演唱

者形成特有的情境缓冲器。在这种情境缓冲器中, 
不仅储存丰富鲜明的听觉表象, 还储存栩栩如生的

视觉表象, 两种表象通过侗歌的曲调和歌词有机结

合起来, 产生特有的认知效果。因此, 侗歌经验不

仅促进听觉形式的抑制记忆刷新能力, 也促进视觉

形式的抑制与记忆刷新能力。 
(2) 侗歌经验提高了演唱者的多感觉整合能力, 

特别是视听捆绑能力。各种感觉间产生相互作用, 
产生联觉, 最常见的联觉是“色−听联觉”。在侗歌的

声音体系中, 很多成分来自自然界的声音, 如虫鸣

声、鸟叫声、流水声等。这些声音极易唤起演唱者

的视觉表象, 从而产生联觉。因此, 侗歌经验对视

觉形式的执行功能亦会产生相应影响。 
5.3  关于音乐与语言的交互作用 

语言关联性假设认为, 语言决定非语言的认知

过程, 被决定的认知过程对不同语言而言是不同的

(Whorf, 1956; 张积家, 刘丽虹, 谭力海, 2005)。侗

族非侗歌组被试的抑制和记忆刷新能力虽然不及

侗歌组被试, 却显著好于汉族被试。这体现了语言

对认知能力的促进作用。对比之下, 侗歌组被试的

绝对优势是音乐和语言交互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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侗族具有本民族语言。侗歌流行于南部方言

区。南部方言区的侗语特点是声母和韵母简单, 但

声调多, 字调高低相对, 升降变化呈现出一定规律, 
但抑扬顿挫变化又无固定音高和音律可循, 对旋律

音调起到一定制约作用。侗族人讲侗语时本来就有

一种歌唱感觉。侗歌正是侗族人在侗语中提炼出的

美的音乐旋律与和声。研究表明, 声调语言背景对

加工音乐有积极作用。声调语言背景(如普通话、

粤 语 、 泰 语 和 越 南 语 ) 有 助 于 音 高 加 工 (Bent, 
Bradlow, & Wright, 2006; Chandrasekaran, Krishnan, 
& Gandour, 2009; Krishnan, Gandour, & Bidelman, 
2010; Peng et al, 2010)。声调语言者对音乐音高的

知 觉 和 模 仿 力 优 于 英 语 母 语 者 (Pfordresher & 
Brown, 2009)。Bidelman, Hutka 和 Moreno (2013)
发现, 粤语母语者在音高分辨、音高方向识别、音

高记忆及旋律分辨上好于英语母语者。这是由于音

乐和语言加工共享认知和神经资源, 音乐能力和语

言能力相互影响, 这种跨域联系导致声调语言讲话

者在音乐加工方面有优势。尽管汉语和侗语同为声

调语言, 但侗语声调比汉语复杂。现代汉语只有 4
个调值, 侗语有 9 个调值。侗语调值使用也严格, 有

的只能用于上句或下句, 有的上下句都不能用, 字

与字之间发音需要通过细致训练, 才能在歌唱中准

确使用和表现。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侗族非侗歌组被

试虽然没有丰富的侗歌经验, 却在抑制与刷新能力

上比汉族被试更有优势。 
侗歌演唱同侗语分不开。侗语具有音乐性, 侗

歌歌词是侗语结晶。为适应侗语特点, 侗歌在演唱

上有独特方法。侗族歌手在长期音乐积淀下对音准

把握极到位。他们声音圆润、甜美, 音准、乐感非

常好, 无论有无伴奏, 有无和声, 都能准确把握音

准。正是这种音乐和语言的交互作用造就了侗族人

认知能力的优势(耿耘, 2012; 张贵华, 2004)。 
5.4  侗族大歌是生态环境和生产方式的和谐之音 

马凌诺斯基的“文化整体论”认为, 每一文化的

因素不是孤立的, 彼此之间有复杂的交互关系(费

孝通, 1995)。侗歌的多声部形式旋律优美, 曲调引

人入胜, 高低音的完美搭配与和谐的和声唱法震惊

世界。这种音乐形式不是作曲家或音乐人的创作, 
而是一种纯天然的原生态文化艺术形式, 其产生离

不开生产、生活及对世界的体验和感悟。任一民族

的民间文艺的产生、发展都与社会文化生态密切相

关。侗族创造出侗歌这种震惊世界的艺术瑰宝, 与

侗族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分不开。 

从自然环境看, 侗族生活在黔东南、湘西和桂

西地区。黔东南是侗族的主要聚居地。那里属于亚

热带季风湿润气候, 冬无严寒, 夏无酷暑。由于地

处山区, 森林茂盛, 河流纵横, 风景秀丽, 一年四

季鸟语花香。这种独特自然环境是侗歌产生的物质

基础, 也是多声部艺术形成的条件。侗族村寨大多

依山傍水, 在群山回响作用下, 流水鸟鸣、风声雨

声共同组成抑扬顿挫、跌宕起伏的自然交响音乐。

和谐自然的声音被侗族人作为认知经验固化下来。

当侗族人表达内心感情、传承风俗习惯和伦理道德

时 , 这些和谐声音形式就成为侗歌的音乐艺术形

式。在该声音体系中, 高音成分如虫鸣鸟叫, 低音

部持续声音像潺潺流水。因此, 侗歌的多声部音乐

是侗族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中自发形成的, 自然生

态环境是和声、复调音乐产生的原生地带, 侗族人

对自然环境的体验认知成就了侗歌(张新杰, 杨瑛, 
2013)。 

从人文环境看, 侗族是典型的稻作民族, 日常

生活安排与水稻生长周期息息相关, 由此形成了一

套以农事、农时为纽带的生活习俗。与侗歌相关的

民间活动, 是稻作文化在时空中的展现。侗族一年

中有几个主要节日与水稻生长密切相关, 代表稻作

生产的开始(秧门节)、转换(吃新节)和终止(过新年), 
侗歌也在吃新节和过年达到高潮, 并在秧门节后停

止。侗民农闲时用功学歌, 节庆时以歌相娱(杜成材, 
2009)。侗族生活在“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山区, 形成

“林粮间作”和“稻鱼鸭共生”的生计方式。生活在同

一侗寨里的人互相帮助(杜成材, 2009)。农忙时, 歌

队转化为劳动协作组织。侗歌的和谐统一正是侗族

生产生活模式之下多方要素的活态显现。 
根据功能主义的观点, 社会文化只是一组工具, 

目的在于满足人的需要。马凌诺斯基认为, 人类具

有生存与繁衍等基本需要, 基本需要产生基本文化

回应, 进而诱发出社会性的衍生需要(包括经济、法

律和教育体系等)和精神性的整合需要(包括巫术、

宗教、艺术等), 衍生需要与整合需要又产生新的文

化迫力, 进而产生新的文化体系。因此, 文化是源

自人类需要的工具性实体, 它通过大大超过直接适

应环境的方式来满足人的需要。需要促使文化产生, 
文化反过来又满足人的需要 (马凌诺斯基 , 1936/ 
1987; 杨璐瑶, 2011)。在这里, 有一个重要效应马

林诺夫斯基没提到, 这就是文化不仅满足了人的需

要, 还促进了人的能力提高。侗歌存在于侗族文化

中 ,  是 因 为 它 不 仅 满 足 了 侗 族 同 胞 的 需 要 ,  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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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了演唱者的能力提高, 促进了演唱者的认知机

能改善, 对文化系统运行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侗族

有语言无文字, 他们用“以歌代文”方式传承历史文

化、教育后代。侗歌传承仅凭借记忆口耳相传, 歌

师以“有声无形”方式逐句教授, 歌手通过模仿和听

觉记忆逐句学习。这种特殊传承方式对侗族人的认

知品质培养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因此, 侗歌是侗

族文化的传承与延续。在侗族人心中, 侗歌的魅力

不仅源于音乐, 音乐表象后面的教育、社交和娱乐

审美功能同等重要。侗歌还具有重要认知发展功能, 
它促进人的抑制控制能力和记忆刷新能力发展, 改

善工作记忆功能 , 对侗族人的智力发展有重要作

用。因此, 本研究彰显了侗歌不为世人所知的一面, 
必将有利于对这一优秀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另

外, 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 越来越多的儿童接受音

乐训练, 以此来提高认知能力和文化素质。音乐训

练与认知能力的关系引起学者的广泛关注。音乐训

练通过何种机制影响个体的认知能力迄今仍不清

楚。本研究表明, 音乐训练的迁移效应是通过执行

功能在起作用, 这为音乐教育和音乐学习的重要性

提供了实证依据。 
本研究也有局限性。对比侗歌组和非侗歌组在

不同实验任务中的操作, 这种设计只能揭示侗歌经

验与执行功能存在关联, 不能直接证明二者有因果

关系。未来研究可考虑训练研究, 探讨侗歌学习前

后中央执行能力的改善情况。在研究方法上, 可结

合 ERP、fMRI 技术深入考察侗歌经验影响执行功

能的神经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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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Dong Chorus on the executive function of Dong high schoo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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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siderable research suggests that musical experience and ability are related to various cognitive abilities. 

One aspect of cognition that may be related to musical training is executive function (EF), which involves a set 
of top-down processes that regulate behavior and cognition according to task demands. To date, many studies 
are investigating this relationship. However, results are mixed and difficult to compare because of not only the 
variety of EF components examined but also the variety of tasks used to measure EF and the variety of criteria 
used to categorize participants as “musicians” or “non-musicians.” Moreover, most studies focus more on 
Western music than Chinese folk music, which has its own unique expression and distinct musical character. 

Dong Chorus, which is the multipart folk chorus of the Dong people in Guizhou Province, holds an 
important and unusual position in Chinese polyphonic folk songs. This stature is due to their splendid artistry, 
long history that can be textually researched, and the great influence of their vivid artistic practice, which gained 
the favor of numerous musicians. However, only a few scholars have studied the folk song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psychology or by means of experiments. 

In this study, we divide EFs into three core components: inhibitory control, working memory, and cognitive 
flexibility in auditory and visual modalities. Dong musicians (n = 32), Dong non-musicians (n = 32), and the 
Han (n = 32) high school students were involved in six experiments to test the effect of Dong Chorus on 
cognition and the existence and generalit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usical ability and EFs.  

Results showed that Dong musicians and non-musicians outperformed Han students in inhibitory control 
and memory updating in auditory and visual versions of EF tasks, but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existed among 
the three groups in terms of shifting, which proved the generality of cognitive advantages of Dong Chorus. Dong 
non-musicians outperformed Han students in inhibition and switching, which suggeste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language and music. 

In summary, thes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cognitive advantages associated with Dong Chorus are not limited 
to auditory processes, but they are limited to specific aspects of EF. This finding supports a process-specific (but 
modality-general) relationship between musical ability and nonmusical aspects of cognition. Protecting and 
developing the Dong Chorus are important. 
Key words  Dong nationality; Dong Chorus; executive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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